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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非政府组织构成

中的行业协会得以透过全球经济基础底层链接更广泛地参与和介入国际事务。 这种

情况使得行业协会的国际角色和组织功能发生显著变化。 行业协会透过全球产业链

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链接获得“嵌入性”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展现了全新角

色，带来了新型国际权力拓展问题。 对行业协会自身行动的实证研究表明，行业协会

已经成为国际权力竞争的直接行动者，其功能角色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其权力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多领域实质性扩张。 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的互动也在国际层面

产生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规则制定权力的拓展。 这些新增的隐性和显性国际权力

对全球投资、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影响。 行业协会秉持“公正性、

客观性、权威性”原则，应被置于大国博弈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变动重构的背景下加以

全面、客观和辩证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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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各类非政府组织将他国内部政治事务作为自身采取行动介入的直

接理由已成为普遍现象。① 除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外，行业协会作为非政

府组织的组成部分，其是否也透过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企业和政府部门中

进行了“嵌入式”参与和域外活动介入？ 此外，它们是否通过“标准”框定主动干预他

国产业和干扰他国经济产业链破坏了既有全球价值链，实现了间接削弱他国实力的政

治目的，进而僭越西方理论对于非政府组织“润滑剂”的定位，跨越传统的非政府组织

边界，行使了超越既有研究所认知的组织权力并广泛介入国际事务？ 这些问题值得学

界高度重视与关注。

鉴于非政府组织类型的多样性，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机构比较研究

中心依据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ＩＳＩＣ）将非政府组织划分为文化休闲、社会服

务、专业协会等 １２ 个大类和 ２４ 个小类。② 行业协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子集，在许多

方面与其他类型非政府组织存在共性。③ 虽然全球各种机构与各国法律规定对行业

协会概念和定义的表述不同，但从本质内涵和组织特征上看，行业协会具有民间性、行

业性、自治性和非营利性等集合属性。 鉴于行业协会自身的经济特性与经济基础联系

能力，特别是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与政府特殊的协同关系，相较于其他非政府

组织，行业协会在财力支撑、组织紧密度和社会成员覆盖上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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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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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中国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自由之家”“人权观察”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同时对“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内

的七人实施制裁。 具体信息参见《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７２０８４４．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

对美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答记者问》，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８９４６６３．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Ｌｅｓｔｅｒ Ｍ．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ｍｕｔ Ｋ． Ａｎｈｅｉ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ＣＮＰＯ⁃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
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１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美国行业协会执行官组织将行业协会定义为单一行业内的竞争者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其目的是为了

提高该行业产量、销量和提供各种互助性服务。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Ｇｕ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ｋ： Ｔｈ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 ｐ．４。 美国

《国内税收法典》第 ５０１（ｃ）（６）条对行业协会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行业协会是由具有某些共同商业利益的人组成

的协会，其目的是促进行业内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常规业务。 参见美国国家税务局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ｒｓ．ｇｏｖ ／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 ｏｔｈｅｒ－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ｅａｇｕｅ，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治、经济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显得更为突出。

本文旨在将行业协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介入式活动，包括其

某些共性表现和影响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域，剖析行业协会被忽视的嵌入性权力

来源，考察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互动而获得的权力强化与拓展这一国际权力来源

和行使方式的新变化。 目的在于探究行业协会这一特殊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作为

一种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的客观存在与介入，如何在传统国家间围绕国际权力的博

弈中发挥新型嵌入性权力功能，包括行业协会权力行使与扩张可能对主权国家的

经济和政治安全造成的广泛影响和威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非政府组织分

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为避免歧义，下文均采用行业协会指代非政府组织行业

协会。

二　 行业协会问题研究与讨论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个特殊类别，行业协会尚未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足够关注。

大部分有关行业协会的研究长期囿于社会学、经济学和行政学范畴。 社会学的研究主

要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两方面展开：前者认为

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领域自发形成的整合工具，是市场关系扩张的伴生物；①后者则

认为行业协会是处在强势政府控制下的法团主义结构组织。② 还有学者认为行业协

会可能只是嵌入官僚体系的政府工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中介组织。③ 经济学研

究则将行业协会视为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关注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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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ｙｔ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Ｇｏｒｄｏｎ Ｗｈｉｔｅ，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ａｏ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９， １９９３，
ｐｐ．６３－８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ｉｔａ Ｃ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３，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９－５３；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Ｊａｎｕｓ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４， １９９４，
ｐｐ．２５－４６．

Ｒａｙ Ｙｅｐ，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９， Ｎｏ．２５， ２０００， ｐｐ．５４７－５６６；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ｏｆ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１， ｐｐ．８４－１０９；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４７， ２００２， ｐｐ．４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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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服务性功能。① 其中，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行业协会具有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和增加非

营业收入等功能。② “政会关系”是行政学领域研究的重点。 传统的“政会关系”常常

被理解为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 国家通过制度嵌入、

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三种机制增强了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治理功能。③ 在嵌入性

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性”关系。 “共生性”关系也可以解释

为一种“强关系”，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在经济资源、政策信息和权力等方面高度依赖

以及人员上的相互交叉使得二者之间形成结构性强关系与策略性行动强关系。④ 从

现实政治结构来看，美国的“游说政治”和“旋转门”现象是“共生性”政会关系的典型

产物，如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ＰＡＣ）为政治候选人和政党的竞选活动

提供资金。⑤ 有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功能正在扩大，在游说政府方面比单个公司更加

有效，⑥一些商业协会甚至超越传统的游说功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更具融合

性、参与性和复杂性的角色。⑦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纪莺莺提出一个结合组

织自主性和凝聚力的二维框架，将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分为合作型、对抗型、支配型和

工具型四类。 该研究修正了对于政会关系“非抗争性”的认知，认为行业协会也可能

构成集体抗争的基础。⑧

不难发现，目前对于以行业协会这类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权力介入及其域外活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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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郁建兴、沈永东：《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文献评论》，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第
５３—５８ 页；杨进、张攀：《加入行业协会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中国民营企业的微观证据》，载《经济管理》，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７５ 页；Ｑｉａｏ Ｐｅｎｇｈｕａ， Ｊ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ｇ Ｈｕｎｇ⁃Ｇａ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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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ｉ Ｍａｔｉｌｄ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Ｔｒｅｂｂｉ，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Ａｌｏｎ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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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１，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５－５３．
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２１９—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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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匮乏，①有关行业协会角色与功能的讨论对国际关系领域展开

行业协会权力功能的研究至少具有三点启发意义。 首先，在功能层次上，行业协会

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也参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和社会共治的辅助机制。 其次，在组

织特征上，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共生性”关系使得行业协会的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尤

其是国家对外战略方向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在行动能力和权力使用上，行业协会

本身可以透过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进行权力的域外扩张。 因此，相较于显性存

在的政治倾向和宗旨诉求极强的各类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的活动隐蔽性更强。 行

业协会具有弹性的组织框架和人员安排，运作流程缺乏透明性、行动缺乏可预判性，

同时其影响力和控制力还更有直接性和广泛性，常常在国家竞争中作为一张“隐形

之网”而存在。

三　 行业协会的新角色与权力扩张

非政府组织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的视角看，英国公法将非政府组织

定义为“私人组织，包括公司、专业机构、贸易组织、志愿者组织和慈善机构等，可能营

利也可能不营利”。② 虽然非政府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主要从事发展与人道主义相关工

作的机构，但不容忽视的是，行业协会拥有较强的经济控制力和行业的广泛覆盖，这使

其更容易透过全球经济联系、网络集成式产业链接和价值链纽带对全球政治、经济和

社会运转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一）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中的行业协会角色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三者间

的平衡关系，非政府组织逐步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而存在。 一些非政府组织完成了从

国家政治边缘向政治权力中心的转化，并开始以政党形式介入国家权力。③ 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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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们所熟知的是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自由之家”等。 这些组

织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打着“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其他国家建立各种分支机构，引导和煽动当

地民众的情绪，以非暴力宣传、鼓动、集会及媒体报道形式向政府施压，进而达到自身的政治模式和理念输出的目

的。 有关行业协会的政治经济介入则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Ｌｅｅ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Ｍéｓｚáｒｏｓ ａｎｄ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Ｓｕｎｋ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１９９５．
例如，德国绿党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学生抗议运动和 ７０ 年代的环保运动。 １９９３ 年绿党正式成立，

并于 １９９８ 年第一次成为联盟执政党。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德国国内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德国绿党在德

国民调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势头良好，成为德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德国绿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非政府组

织政治权力的可扩展性，并为非政府组织角色的可转换性提供了现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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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角色的变换对强调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提

出了挑战。①

一般来讲，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合作包容的互补关系，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建

立了伙伴关系。 这种伙伴关系通常会为行业协会的运营提供额外的资金以及更多

关于管理和技术的专业知识，也有利于企业进入新兴市场、改善社区关系和提高声

誉，②可见行业协会扮演了政府与企业中间者角色。 尽管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者

之间存在竞争，但合作是主流，行业协会可以补充政府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帮助企

业开拓市场、赢得声誉，同时获得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形成一种合理均衡的“理论愿

望型三角关系”（如图 １）。

图 １　 传统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就传统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关系而言，虽然已有学者注意到三者间存在竞争

性，③但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关系，三者作为独立的行为体，权力的资源分配和行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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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该理论看来，鉴于社会的多元化和公众要求的多样化，政府无法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因而创建了非

营利组织。 参见 Ｂｕｒｔｏｎ Ａ．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 ａｎｄ Ｎｅｓｔｏｒ Ｄ． 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ａｎ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Ｈｅｌｐ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１， １９８６， ｐｐ．８３－９６。

Ｂｅｎ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Ｇ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美国学者劳伦斯·贾维克分析了非政府组织的“国家对立面”因素，具体表现在对民族国家本身怀有敌

意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试图通过“权力转移”，以非政府组织为工具控制民间社会，从而取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机

构。 还有研究认为，在全球治理层面，随着政府间组织活力的丧失，非政府组织正以跨国公司等全球治理非正式

平台，超越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形式，成为全球政治网络的一部分。 参见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Ｊａｒｖｉｋ， “ＮＧＯｓ： Ａ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ｂｉ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１７－２３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ＤｅＭ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ｎ⁃
ｎｉｓ Ｄｉｊｋｚｅｕ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ＮＧ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然主要集中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各自的组织职能相对比较分散。 然而，随着全球

化的深入发展，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国际化互动加强，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

的“强纽带”关系形成使行业协会的行为影响到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层面。

同时，行业协会开始通过全球性扩张涉足他国政治经济活动。 有学者认为，当下全球

经济关系的新特点是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的行动者竞相

影响这些经济关系的结果。① 在“理论愿望型三角关系”中，除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原

本存在的冲突与竞争外，由于行业协会充分嵌入全球产业链垂直结构与全球价值链拓

扑网络结构，进而形成了与全球“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活动的客观存在。

因此，行业协会势必对本国政府、他国政府、本国企业和他国企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

维度产生广泛影响。② 与相对较封闭的国家全产业链模式不同，行业协会的行为角色

和权力行使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产生了全球影响。

（二）行业协会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再认识

“嵌入性”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行业协会权力的新特点。 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大转型》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并将其运用于经济理论分析。③ 美国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通过研究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活动嵌

入社会关系结构的程度，丰富和发展了“嵌入性”概念。④

还原“嵌入性”概念的本质，首先可以看到其本身是一种结构性关系构造，在不

同的环境背景下呈现差异性结构。 既然是结构性关系构造就必然存在“主动、主

导”和“被动、依附”的关系。 将行业协会置于当下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新背

景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前行业协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嵌

入性关系结构。 不同于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合作与互补关系，这一新型结构

性关系突显出行业协会对政府与企业活动的强化，特别是其权力和行动能力的双重

扩张使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功能出现了某些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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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Ｓａｎ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ｃｈｉａ Ｙｉ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Ｇ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Ｂｒｉａｎ Ｈ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ｌｅｙ，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８．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框架结构分析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基础变化引发国际权力、国际关

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改变，而“上层建筑”同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行业协会通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嵌入全球

经济基础，其势必拥有和可以行使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国际权力。
写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大转型》是卡尔·波兰尼的代表作之一。 波兰尼在书中提出的“嵌入性”和“市

场社会”为分析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开拓了反自由主义新视野。 具体论述参见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
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９１， Ｎｏ．３， １９８５， ｐｐ．４８１－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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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府”形式的政治经济双重嵌入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嵌入性权力又恰与全球

价值链自身的嵌入性特点相吻合，扩大了行业协会的活动空间并加强了其权力。 另

外，鉴于当下行业协会透过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广泛跨国活动特征与行为，行业协会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已开始行使超越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国际权力（如图 ２）。

图 ２　 新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进一步分析行业协会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企业的跨

国经营不再简单地通过本国全产业链和简单跨国贸易的形式完成，而是更多地依

赖全球产业链协同和全球价值链链接，形成了复杂嵌套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 因

此，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协同与全球价值链链接的客观存在，行业协会的活动主动或

被动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形成了国家、行业协会、跨国产业联盟和企业之间

的复杂互动，行业协会的权力行使可以透过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进行传递和

扩散。①

值得指出的是，与全产业链时代不同，除国际行业协会的影响明显存在并有所加

强外，一国的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也可以依靠其全球产业链的嵌入能力深度影响他国

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整，而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组合恰好构成了行业协会新型

权力变化之源，进而对国际关系、国际权力、国际治理以及他国的产业政策产生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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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化时代的显著变化是全球价值链的出现。 全球价值链构造依赖全球跨国产业链和跨境贸易的形

成，而全球价值链中又存在价值链规模与价值链控制节点的结构性特征，并产生与以往国家全产业链时代完全不

同的全球价值链权力。 关于全球价值链权力的讨论和研究，参见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

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４５—７０ 页。 对于跨国产业联盟

的影响力，除人们熟知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一致行动外，近年来全球铁矿石联盟三大生产商的协同行动经常给中国

等资源需求生产国的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带来影响。



忽视的影响。 这种新变化既是传统西方社会学、经济学、行政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忽

视的，也是非政府组织研究中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方面的盲点。
（三）行业协会的权力扩张与权力组合

行业协会的权力扩张和行使可以从行业协会规模扩大、行业协会领导层控制和政

治权力互动组合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和判断。
首先，从行业协会规模化扩张来看，２０ 世纪全球化迅猛发展阶段要求国家参与全

球经济竞争和完善国内产业链，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产业和贸易协会，其数量一度呈现

指数级增长。 以美国为例，其协会组织起步虽然较欧洲晚但发展迅速。 美国目前共有

覆盖 ４００ 多个行业的 ７８００ 多个行业协会，仅能源领域的产业协会就超过 ６０ 家。① 在

数量众多的行业协会之下有数不胜数的企业成员，每个企业成员还覆盖了国内外产业

链环节上的各类供应商。 因此，独特的经济属性使得行业协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仅

可以扩展到产业和企业层面，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还使得国内行业协会可以通过

产业链接和价值纽带覆盖到国内外供应商节点层面，并为行业协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

权力的行使和扩张提供了机会和实现途径。
其次，从领导层组成和权力掌控角度来看，许多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具有国内和

国际“双跨”特点。 以抹黑新疆棉花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ＢＣＩ）”为例，它是

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其理事会主席马克·莱科维茨（Ｍａｒｃ Ｌｅｗｋｏｗｉｔｚ）同时担任美

国皮马棉协会（Ｓｕｐｉｍａ）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皮马棉协会代表着美国棉花产业界

的广泛利益，且美国皮马棉和中国新疆棉花存在市场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博弈关系。
另外，由于西方政治特有的“旋转门”现象，许多行业协会领导人曾任职于政府部

门，或者通过“旋转门”在行业协会与政府官员之间进行角色互换。 例如，美国太阳

能行业协会（ＳＥＩＡ）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比盖尔·罗斯·霍珀（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Ｒｏｓｓ
Ｈｏｐｐｅｒ）曾担任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 ＢＯＥＭ）局长；该协会董事会主席纳特·克雷

默（Ｎａｔ Ｋｒｅａｍｅｒ）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也是非政府组织“人权

第一（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 ”的董事会成员。 多重身份角色使得政府、行业协会和企

业之间的嵌入活动异常复杂，而“旋转门”现象在 ２０２１ 年拜登政府执政时期表现得

尤为典型。②

最后，从政治互动和权力组合的结果来看，在 ２０２１ 年的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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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全球协会名录专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２０２１ 年执政的美国总统拜登团队的主要官员中安东尼·布林肯、杰克·沙利文、伊利·拉特纳、库尔

特·坎贝尔等人，在入阁之前均服务于美国非政府组织智库。 而智库、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
是符合美国政治生态的惯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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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地区供应链的事件中，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和杰夫·默

克利（Ｊｅｆｆ Ｍｅｒｋｌｅｙ）共同斡旋于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比奥是美

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负责人权事务的重要成员，默克利是美国国会中国执行

委员会（ＣＥＣＣ）主席。 从政治实践角度来看，美国政界人士对行业协会活动的介入

以及行业协会领导层与政界人士之间的“旋转门”现象都给行业协会打上了难以抹

去的“政治”烙印，其互动组合产生的“深度权力”的影响和结果也并不总是跃然纸

上，行业协会行动背后的真正利益诉求难以厘清，如其行动究竟是代表企业、协会自

身还是政府。①

在全球化影响下，特别是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制度化”的背景下，一系

列覆盖不同互动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已成为结构性权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结构

性权力在国家之间分配的主要平台。② 行业协会透过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嵌

入，构建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这一新型嵌入结构和国际化特征，其权力本身也作

为一种结构性权力而存在。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指出，结构性权力是形成

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也就是决定做事方法的权力，构造国与国之间

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框架。③ 传统上，行业协会作为

非政府组织为政府和企业的“中介部门”提供附加服务，发挥着“润滑剂”作用，而在全

球化扩展现实中，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中的嵌入性角色及其结构性权力依靠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延伸而自然扩张，进而构成了行业协会对国内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影

响力。
值得指出的是，行业协会往往在“公正性、权威性”基础上扮演“意见领袖”，④并通

过建议、号召和劝说等形式行使非正式权力。 与正式权力相比，这种非正式权力更

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行业协会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行动可

能凭借“权威性”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进而成为一国在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有力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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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采用美国政治学术语中的“深度政府（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一词，意指政治实践中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权力互

动。 关于“深度政府”“影子政府”的论述，参见Ｍｉｋｅ Ｌｏｆｇｒ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Ｓｈａｄｏ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６。

马荣久：《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９０—１１１、１５６ 页。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８， ｐ．３６．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后被普遍应用于管理学和营销学中。 企业中一般存在两种组

织关系：一种是正式组织（团体） ，是指为有效实现企业目标而建立的组织机构；另一种是非正式组织（团

体） ，是指员工在共同工作中通过感情沟通、需求的一致性和某种共同利益而自发形成的群体，这是一种松

散的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团体。 “意见领袖”是指居于非正式组织中的引导位置，具有某种凝聚力、号召力和

影响力的人物。



四　 行业协会规则制定权的再认识

传统上有关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主要通过全球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多边

和双边协商方式进行，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主导方是世界大国。 关于非政府组织规

则制定权的既有研究大多将其作为一种影响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决策的外部力量，

认为非政府组织通过施压、教育、劝说等手段推动了规范和理念传播，却忽视了国

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多元化，特别是行业协会主动介入制定标准的问题。 然而，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国际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和私人机构开始主动参与

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它们通过设立“标准”和“行业规范”等方式，以一种

极其隐蔽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全球市场规则，进而形成一套新的市场规则体系并衍

生出价值链体系。 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的互动不仅影响到国际经济基础的运转，

行业协会本身也已超越和脱离“外部力量”角色，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内部变革性

力量。

（一）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推动 ＥＳＧ 评价体系对全球投资产生影响

ＥＳＧ 评价体系包括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与公司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三

个层面，主要运用于全球投资评估。 ＥＳＧ 不再简单地以传统的财务状况、盈利水平、运

营成本和行业发展空间等标准评价上市公司，而是一套更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

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ＥＳＧ 绩效的价值建立在企业责任（ＣＲ）和可持续责

任投资（ＳＲＩ）二者的交叉和互动之上，①并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整合到投资监

控流程中，不断地评估投资的绩效和“道德性”。

虽然不少国际机构和组织已提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ＥＳＧ 定义，但尚未形成关于

ＥＳＧ 的权威定义，②导致 ＥＳＧ 指标异质性。 而在 ＥＳＧ 整体框架的设计方面，国际非政

府组织和行业协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ＧＲＩ）、③可持续发

展会计准则委员会（ＳＡＳ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ＩＩＲＣ）、碳披露项目（ＣＤＰ）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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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ａｒｓ Ｇ． Ｈａｓｓｅ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Ｓｅｍｅｎｏｖａ，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ＳＧ ／ ＳＲＩ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ｔｌｅ Ｍｉｄｔｔｕｎ， ｅｄ．， ＣＳＲ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Ｎｏｒｄ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ｓｌｏ： Ｃａｐ⁃
ｐｅｌｅｎ Ｄａｍｍ，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３７－１６３．

参见《中国上市公司 ＥＳＧ 评价体系》，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ｃ． ｏｒｇ．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２５ ／ ｙｗｆｗ＿ｅｓｇ ／ ｅｓｇｙｊ ／
ｙｇｘｈ ／ ２０２００７ ／ ｔ２０２００７１５＿９８２２．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ＧＲＩ）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其提供的 ＥＳＧ 指标体系为全球多数机构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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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标准委员会（ＣＤＳＢ）等。 其中前三者为全球 ＥＳＧ 提供了普遍性原则，后两者主

要集中于环境领域的标准制定，并为企业报告的环境战略提供指导性框架（见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 ＥＳＧ 指标内容

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物料 强迫与强制劳动 反腐败

能源 安保措施 不当竞争行为

水资源与水污染 雇佣 税务

生物多样性 劳资关系

排放 职业健康与安全

污水与废弃物 培训与教育

环境合规 多元化与平等关系

供应商环境评估 反歧视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

童工

当地社区

供应商社会评估

公共政策

原住民权利

人权评估

营销与标识

客户隐私

社会经济合规

客户健康与安全

　 　 资料来源：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ｒ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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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的五个维度及内容

环境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商业模式与创新 领导力与治理能力

温室气体排放 人权与社区关系 劳动实践
产品设计与生命
周期管理

商业伦理

空气质量 消费者隐私 员工健康与安全 商业模式弹性 竞争性行为

能源管理 数据安全
员工参与度、多
样性与包容度

供应链管理 法律管理与监管环境

水资源与污水
管理

可获取与可支付
能力

材料采购与效率 关键事件风险管理

废物与危险物料
管理

产品质量与安全
气候变化的物理
影响

系统性风险管理

生态影响 消费者福利

销售实践与商品
标签

　 　 资料来源：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ｓｂ． ｏｒ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值得注意的是，ＥＳＧ 评价体系的推动不仅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私人

机构（如交易所、评级机构）与上述机构的互动也是 ＥＳＧ 得到强化的重要力量。 全球

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Ｎａｓｄａｑ）本身是集行业协会与企业运营为一体的复合型

平台，其在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ＥＳＧ 报告指南 ２．０》（ＥＳＧ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２．０）将环境、社
会和公司治理细分为 ３３ 个主题（见表 ３），为其他 ＥＳＧ 评级机构的标准确立提供了基

本框架。① 除纳斯达克外，目前全球投资市场的主要 ＥＳＧ 私人评级机构还包括摩根士

丹利资本国际公司（ＭＳＣＩ）、汤姆森路透（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和富时罗素（ＦＴＳＥ Ｒｕｓ⁃
ｓｅｌｌ）等。

对比分析各类机构设计的标准可以看到，在 ＥＳＧ 议题上已经构成新的嵌套型行

业价值链。 行业协会在其组织活动过程中按照ＥＳＧ 进行实践，私人机构也可以借助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推动开展投资项目评估，三者共同影响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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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纳斯达克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ｓｄａｑ．ｃｏｍ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６ ／ ２０１９－ＥＳＧ－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ｐｄｆ，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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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纳斯达克《ＥＳＧ 报告指南 ２．０》的主题

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直接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首席执行官薪酬比率 董事会分权

碳强度 性别工资比率 董事会透明

直接与间接能耗 员工流失率 激励性薪酬

能量强度 性别多样性 公平劳动惯例

初级能源 临时工比率 供应商行为准则

可再生能源强度 非歧视政策 行为准则

水管理 伤害率 反贿赂 ／反腐败

废物管理 全球健康与安全政策 税收透明度

环境政策 童工与强迫劳动政策 可持续发展报告

环境影响 人权政策 其他框架披露

侵犯人权 外部验证与保证

董事会多元化

　 　 资料来源：纳斯达克《ＥＳＧ 报告指南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ｓｄａｑ．ｃｏｍ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６ ／ ２０１９－ＥＳＧ－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ＥＳＧ 的形成、延伸和强化。 从诸多机构共同推动 ＥＳＧ 的结果来看，由于有了世界

最大的标准化组织、全球最大交易所和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的背书，全球主要投资

机构包括中国的公募基金也在修订自身的投资准则，①以跟进全球领先的投资理

念。 不可否认的是，行业协会和私人机构叠加产生的全球影响力和全球定价能力

使其共同认定的 ＥＳＧ 标准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在本国和跨境投资中必须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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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中国绿色金融的蓬勃兴起和 ＥＳＧ 投资理念的快速传播，公募基金也成为 ＥＳＧ 理念的积极践行者。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２０２０）》显示，样本内的公募基金合计 ５４ 只

绿色投资产品均遵循特定的绿色投资策略，采用自上而下和（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围绕新能源、环境保护和环境

治理等绿色主题，主动构建投资组合，被动指数型产品亦跟踪环境友好型指数。 据统计，公募基金积极布局相关

产品，其中 ＥＳＧ 主题基金已超过 １００ 只，规模合计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大关。 参见张燕北：《公募 ＥＳＧ 主题基金持

续扩容》，载《中国基金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ｃ． ｏｒｇ． ｃ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ｇｙｘｈ＿ｘｈｄｔ ／ ｘｈｄｔ＿ｘｈｙｗ ／ ２０２１０２ ／ ｔ２０２１０２１８＿１１１７６． 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的因素。

（二）行业协会和私人机构规则解释权与应用权

当 ＥＳＧ 标准进入全球投资领域后，由于其具有非统一性和重要性，行业组织和私

人机构可以对该标准进行主观解读和自由裁量，从而可能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标准滥

用，并对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投资环境维护造成不良影响。

首先，行业协会对 ＥＳＧ 标准存在过度解读。 １９９８ 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工作中基本原则与权利宣言》涵盖了结社自由和集体协商权利、消除强迫性或强制性

劳动、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四个“核心劳工标准”，成为国际劳工组织所

有成员方劳工标准的基础。 但 ＢＣＩ 的《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 ２．０ 版》中却用大量的内

容对“体面劳动”进行过度阐述，将其延伸为 ８ 个标准（见表 ４），并对国际劳工组织的

“核心劳工标准”进行了自我解释和内容扩展，增加了劳工健康与安全、工作环境和基

本待遇等内容。① ＢＣＩ 对“体面劳动”标准的延伸不仅体现在扩充的书面条款上，还体

现在具体行动上。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ＢＣＩ 成立了“强迫劳动和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

组”，对“体面劳动”的核心指标进行了扩大解释。 该工作组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布了

《ＢＣＩ 强迫劳动和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总结报告和建议》，报告中增加了新的

“临时强迫劳动指标”作为重点评估程序，以强化“体面劳动”的内涵，进而用以对全

球供应链施压。②

其次，行业协会错误地应用 ＥＳＧ 标准，存在滥用行业规则的问题。 ＥＳＧ 标准设计

的初衷是督促公司向高质量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转变，但一些行业协会为实现自

身综合利益和价值观，在 ＥＳＧ 标准中加入了许多主观成分并予以随意解读和滥用。

如 ＢＣＩ 确定了“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规定其所有会员及其供应商在棉花生产、加工和

销售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遵循 ７ 条原则下设定的标准。 仔细解读这些原则可以发现，原则

１ 至原则 ５ 主要涉及环境领域，原则 ６ 属于社会领域，原则 ７ 属于治理领域（见表 ４）。

２０２１ 年春天 ＢＣＩ 带头抵制新疆棉花所进行的“跨境管辖”集中在原则 ６（促进“体面劳

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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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 ２．０ 版》，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ｔｔ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２．１＿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七次审阅．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ＣＩ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ｔｔ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ＢＣＩ－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Ｆｏｒｃｅｄ－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Ｄｅ⁃
ｃｅｎｔ－Ｗｏｒｋ＿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ｃｔ－２０．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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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

环境

原则 １ 良好棉花棉农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作物保护措施的有害影响

原则 ２ 良好棉花棉农应促进水资源管护

原则 ３ 良好棉花棉农应关注土壤健康

原则 ４ 良好棉花棉农应负责任地使用土地并加强生物多样性

原则 ５ 良好棉花棉农应关注并保护纤维质

社会 原则 ６ 良好棉花棉农应促进“体面劳动”：童工、强迫劳动、非歧视、健康与安全、工作环
境、基本待遇、纪律措施以及合作伙伴集体协作

治理 原则 ７ 良好棉花棉农应发展有效管理系统：持续进步计划、培训、数据管理和监督

　 　 资料来源：《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 ２．０ 版》，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ｔｔｏ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Ｖ２．１＿良好棉花原则与标准－七次审阅．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从内在联系来看，ＢＣＩ 主导的抵制新疆棉花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战略是

并行发生的。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ＢＣＩ 突然发布声明决定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暂停在中国新疆地

区发放许可证。① 全球知名消费品公司耐克、盖璞（Ｇａｐ）和 Ｈ＆Ｍ 等企业相继表示停

止使用新疆棉花。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ＢＣＩ 在其网站上宣布停止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所

有棉花采摘和生产加工，②并以“强迫劳动”“危害人权”为由向所属成员企业施压，要

求它们停止使用新疆棉花。 这表明行业协会不仅可以自由、任意地制定和滥用所谓

“国际标准”，包括在国际舆论上对一国进行不实的指责。 更重要的是，由于行业协会

还掌握和控制了“标准权”和“解释权”，可以采用剔除供应链的形式对一国的产业链

进行实质性打击。

“规则应用权”使得行业协会的权力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域外管辖”特征，并夹杂

着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嵌入和博弈等多重属性。 以 ＢＣＩ 为代表的行业协会对中国产

业进行干预绝非偶然事件。 全球化造成了行业协会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渗透和

权力行使范围的扩大，使得行业协会能够以不同方式介入他国政治经济，威胁他国

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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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业协会权力滥用与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维护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伸，在提高全球生产效率

的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复合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混

乱，使得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①

学界对供应链的风险分类研究大多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展开，具体包括以供给风

险和需求风险为主的内部风险（如供需协调问题引起的风险和正常活动中断引起的

风险）以及以监管、法律风险、基础设施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为主的外部风险，②还包

括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形势和政局动荡等。③ 这一分类方式并未涵盖由行业协会介入

产业链引发的供应链风险和行为后果，它是一种全新的供应链结构性变化风险形式。

由于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性权力，行业协会的活动范围覆盖了全球原料、

生产和销售等所有环节，因而具有很强的经济控制力和辐射力，其行为可以引发供应

链调整的全球性链式反应。 例如，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ＳＩＡ）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代

言人，也是美国经济实力、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作为半导体设

计和研发的全球领导者，其芯片制造的总体布局却以亚洲为主。④ 虽然全球半导体供

应链的形成推动了整个行业的价值和效率的提升，但也加深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对全球

供应链和海外市场的依赖性。 为应对“安全挑战”，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其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美国半导体行业概况》报告中指出，目前的产业链格局将严重影响美国半导

体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该报告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对半导体这一关键领域的政治引

导、监管和投资，并提议美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美国国内的工厂建设，使其能够与

国外工厂相竞争。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包括其强大的政治资源）

显著推动了美国半导体行业本土化，拜登政府开始通过政治行动要求世界领先半导体

制造公司赴美建厂。 在美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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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半导体工厂，①韩国三星电子也考虑在美

国投资 １７０ 亿美元建造一个新的半导体芯片厂。② 因此，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通过发

布报告提醒和游说政府部门，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美国产业领导地位为由，对美国的

半导体产业链采取保护行动，这已经影响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结构调整。

欧洲也有相似案例。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欧洲钢铁工业协会（ＥＵＲＯＦＥＲ）呼吁欧盟委

员会再次审查钢铁保障措施，包括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以及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解决由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引起的欧盟钢铁行业竞争力下降及人

员失业问题。③ 中欧钢铁争端早在 ２０１５ 年就已初现端倪，当时由欧洲钢铁工业协会

牵头，汇集了 ３０ 家欧洲行业协会的商业游说联盟组织 ＡＥＧ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 展开了面向欧盟

决策机构的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在布鲁塞尔各大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助力下塑

造了“中国钢铁产品倾销欧洲市场，不公平竞争导致欧盟钢铁工人失业”的欧洲“受害

者”形象，主导了欧盟民众的舆论和社会情绪，迫使欧盟相关机构采取强硬立场对华

交涉，以保护欧洲钢铁行业。④

除影响政府决策外，行业协会的活动还扩展到立法层面。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德国联邦

议院正式通过了《企业供应链尽职调查法》（简称《供应链法》），并将在 ２０２３ 年正式启

动。 该法案除了对环保问题进行明确约束外，还要求企业确保在其供应链的每一个环

节都不会发生强迫劳动、童工和歧视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对公司的类别和罚款机制

进行了明确划分。 《供应链法》的出台得到德国国内行业协会的大力推动和部分企业

的支持。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ＶＤＭＡ）副主席伯特伦·卡夫拉特（Ｂｅｒｔｒａｍ

Ｋａｗｌａｔｈ）公开支持《供应链法》，并声称该法案能够帮助德国与他国“建立更加公平的

贸易关系”。 他进一步呼吁加速通过欧盟供应链法，在欧盟范围内形成一套完善的供

应链审查与监管框架。⑤ 德国《供应链法》的出台在法律框架下推动了企业有权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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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直接进行审查和调整，使得在德国本土经营外国企业、与德国企业有合作关系

的外国企业以及数量众多的外国供应商未来都面临着被动受到域外法律管辖的“供

应链切割”风险。

除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欧洲钢铁工业协会通过建议和游说等较为传统的方式

介入政府部门决策并影响全球供应链布局外，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则更直接地对他国的

供应链进行“手术刀切割式”调整。 这些行业协会的行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跨国

行动特点。 以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为例，它是一家成立于 １９７４ 年的全国性非营利行

业组织，汇集和代表了来自太阳能供应链中所有技术和市场领域的近 １０００ 家公司，在

美国太阳能企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２０２１ 年年初，《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

“众多太阳能企业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生产中包括少数民族强迫劳动”的文章，①美国太

阳能行业协会立即对报道做出了回应，首席执行官霍珀要求所有在新疆地区运营的太

阳能公司立即转移其供应链，并敦促美国太阳能公司离开新疆地区。② 美国国会参议

员卢比奥和默克利向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致信，敦促其继续采取措施以“保持”美国

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包括卢比奥在内的

８ 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拟定了“禁止中国太阳能法案”，禁止使用联邦资金从中国公司

购买太阳能电池板。③

从国际能源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能源行业

低碳转型的影响，美国住宅领域和非住宅领域的太阳能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太阳能光

伏发电容量占总容量的份额进一步扩大。 ２０２０ 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占全美新增发电量

的 ４３％。④ 由于能源结构转换直接关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未来全球发展方向，也影响

到未来大国的国际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因此围绕新能源全球供应链的主导权、价值

链的收益权和产业链的可控性，光伏供应链问题显然会被美国政府当成全局性“战略

安全”问题来处理。 而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对于中国全球光伏供应链的主动切割行

动，与其说是维护美国企业利益，更准确地说是在配合美国政府的战略行动。 在针对

中国光伏行业的行动中，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作为美国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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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ｌａ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ｉ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２１．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ｅｉａ．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ｃｌａｉｍｓ－ｆｏｒｃｅｄ－ｌａｂｏｒ－ｓｏｌ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Ｐａｎｅｌ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ｏ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ｃｋｂｉｌｌ．ｃｏｍ ／ ｂｉｌｌ ／ 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ｅｎａｔｅ－ｂｉｌｌ－１０６２－ｋｅｅｐ－ｃｈｉｎａ－ｏｕｔ－ｏｆ－ｓｏ⁃
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１ ／ ２０８８４３５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６ 日。

笔者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ＦＥＲＣ）数据整理得出，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ｅｒｃ． ｇｏｖ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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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组织功能和角色已经出现变化，不再只是行业技术交流的组织者和行业发展方

向的研究者，而是作为直接行动者参与全球市场供应链的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会给全

球的供应链体系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①

首先，从供应链完整性的角度来看，行业协会包括许多企业会员，这些企业又包括

各级供应商，覆盖了供应链的每个环节。 因此，这种行业协会—企业—全球供应商的

垂直结构体系使得行业协会有权力影响供应链中的任意一个环节，包括对供应链进行

筛选式调整。 由于供应链的复杂组合性特点，如果其中一个环节中断或改变，那么整

条供应链的功能不仅会被破坏，其变更调整更会对全球经济福祉造成永久性损伤。

其次，从供应链的安全性要求角度分析，传统上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经济性、产品的

可靠性与供应的稳定性。 但一旦加入国家博弈力量，供应链本身的重要性会下降，非

经济性因素明显上升，其稳定性变得不可预测。 而当政治、安全和军事等问题被纳入

全球供应链体系后，②行业协会所思考的就不单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协同，行

业发展前景和边界放大等问题将使得行业协会自身的政治性和对外行动明显提升与

强化。

最后，行业协会剔除供应链产生的经济损伤效果将明显高于传统贸易战中的关税

加征，③而且破坏了原有的全球产业布局而引发供应链错配。 如果要实现所谓的供应

链节点全部安全可控，那么未来供应链有可能向“国家全产业链”或者“联盟产业链”

模式转化。 这不仅会推动当下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彼此隔离的“全产业链”形态塑

造，进而形成全球经济基础“脱钩”并造成政治冲突风险，还将瓦解全球化时代已经形

成的全球经济基础和产业布局，给全球化供应链体系的安全性带来不稳定、破坏性与

瓦解性影响，甚至导致更为紧张的国家间对立与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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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ＣＳＩＳ）对华新贸易政策的第一次公开

演讲中再次提及了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与“新疆全球供应链强制劳动”，并鼓励美国公司在

供应链从上至下都购买美国产品。 参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ａｉ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Ｈａｒｒｉ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ｒｅ⁃
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ｔａｉ－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ｂｉｄ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报告中提出，美国国

防供应链体系存在脆弱性问题，美国国防供应链建立在“本土供应链”之上，以规避政治和军事风险。 该报告还指出

关键材料如稀土等资源完全依赖于竞争性国家。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２０１８ ／ Ｏｃｔ ／ ０５ ／ ２００２０４８９０４ ／ －１ ／ －１ ／
１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２０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

在国际贸易中加征关税固然可能损坏原有的供应链，但供应链参与企业可以通过成本降低和客户分摊

等方式继续维护原有供应链结构，直接剔除则是切断供应链的非经济方法和手段。



六　 结论

从结构性和嵌入性关系特别是权力扩张的影响来看，当下的行业协会已经主动介

入全球政治经济领域，行使了嵌于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权力，包括隐性

扩大公共影响力。 而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在投资、产业链及价值链中的互动使得它们

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也不只局限于补充和依附功能，甚至也不是传统学术研究所讨论

的竞争与冲突内涵。 随着行业协会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关系的转变和

嵌入性权力的获得，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为主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家间

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的重要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辅助和强化国家对外

权力的职能。 行业协会的这种角色转换、边界逾越和权力扩张恰恰是西方学界刻意掩

饰或淡化处理的，也是传统国际关系领域对行业协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研究中所

忽视的一个问题。 当前行业协会的角色转变带来了其权力扩张和影响力扩大，其中有

四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首先，非政府组织政治权力在西方“公民社会”和“多元化”的理论口号鼓噪下不

断增长。 非政府组织中的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体系外的一支重要嵌入性力量，其与政府

体系保持着复杂的领导层交叉关系，并在市场设计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达成高度一

致，进而产生行业协会职能行使“内外有别”现象。 同时，行业协会还可以代替政府部

门参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以达到更宽泛的政治经济目的，在国家竞争中发挥重

要作用。① 这种隐蔽和渗透性的行动往往以行业标准设定和技术交流为形式，并且带

有行业发展的“高尚道德”元素而不容易被识别，给“战略目标国”带来了极大的甄别

困难。

其次，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通常与企业和产品供应商联系紧密，它们通过为企业会

员传播信息、设立标准等方式，间接影响更大范围的供应商。 这种特有的经济属性为

其进行经济活动拓展提供了隐蔽性与“合理性”。 行业协会如果主动结合和配合国家

战略行为，②通过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充分发挥嵌入性权力，那么其对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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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专门撰文以葛兰西的霸权观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对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影响中国政策与

精英进行了深入研究。 参见 Ｓｈｕｈｏｎｇ Ｈｕｏ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ｒｊｅｅｔ Ｐａｒｍａｒ， “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Ｋａｕ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 ２０２０， ｐｐ．２３４－２５７。

除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外，欧盟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强化自身经济主权并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重构

性影响。 参见余南平：《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载《欧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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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国家安全尤其是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不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①非政府

组织光环下的行业协会自我标榜的“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更是应该得到合理的

质疑。

再次，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在行业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方面也开始产生广泛影响力，

带来了实质性的国际权力增长和延伸。 如目前 ＥＳＧ 是国际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其

涵盖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将其作为企业整

体战略的一个必要部分，甚至接受行业协会基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该指标进行

错误解读和滥用。 这种域外标准与国内法律法规可能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将使企业在

经营决策中面临巨大的适应性难题。

最后，虽然不能笼统地认为所有行业协会均卷入了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但当确

有相当多的行业协会包括私人机构正以全新角色参与全球政治经济竞争，并以控制全

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投资导向的方式嵌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运转时，就不仅

产生了波兰尼所讨论的“社会与市场嵌入”带来的国际社会新问题，同时其权力跨越

边界扩张与行使也可以给当下的国际经济基础运行带来实质性影响。 如何应对行业

协会这类新型政治经济力量对主权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广泛影

响并做出应对，这是世界各国需要充分认识和思考的问题。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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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看到的结果是，在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同美国国会和政府的紧密互动下，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美国商务部发

布的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新增了 ５ 家中国企业（组织），主要是针对新疆的中国太阳能行业并禁止相关公司产

品出口美国。 参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ｄｄｓ Ｆ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
ｔｙ Ｌｉｓｔ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ｄｄｓ－ ｆｉ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ｓｔ，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